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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边气候关系与《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进程的相互影响研究

翟大宇１

（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机制，中美两国是气候治理中最
重要的国家行为体。 文章建立了互动轨道和关系状态双因素的分析框架，研究不同状态下中美
双边气候互动与该公约进程的相互影响。 案例表明，中美在该公约进程内的气候合作能够有力
地推动和引领公约进程，在公约进程外的气候合作则会加剧全球气候治理的制度碎片化，同时该
公约制度体系对两国在公约进程内的互动有一定的规范作用。 美国的“退群”会给中美气候关系
和该公约进程都带来巨大的挑战。 在当前中美都实行积极气候政策、支持公约进程的背景下，未
来两国可能共同扮演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而公约进程则可以发挥中美气候关系“稳定器”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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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应对气
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目前学术界
的普遍共识是全球气候治理是以《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 （以下简称 ＵＮＦＣＣＣ）为核心制
度，以科学界提供科学论证，以主权国家多边谈
判与合作为主体、其他行为体广泛参与的治理

过程。①全球气候治理的最主要渠道实际上就是
各方参与 ＵＮＦＣＣＣ 缔约方大会（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ＣＯＰ）的气候谈判与国际合作的过
程。 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形成的《京都
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制度规范以及它们所代
表的不同气候治理模式，都属于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
的一部分，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不同阶段。 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中，中、美两国是全球气候治理中
最重要的行为体，中美两国对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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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和参与方式对气候治理的效果均有重大

影响。
同时，作为全球最广泛的国际公共产品，应

对气候变化也是推动中美合作的重要纽带。 两
国在《巴黎协定》谈判、生效过程中的紧密合作
有力地推动了气候治理“国家自主贡献”新模式
的形成。 即便是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升温
的背景下，气候变化一直是维系中美对话合作
的纽带。 尤其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总统气
候特使约翰·克里先后两次访华，积极与中方
进行对话。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
登在通话和视频会晤中也多次强调加强在气候

领域的沟通、协调和合作。
中美双边气候关系与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之间有

着怎样的相互影响？ 为什么在《巴黎协定》谈判
阶段中美能够推动 ＵＮＦＣＣＣ的治理模式发生巨
大变化？ 在拜登政府气候新政背景下的中美合
作是否能够再次引领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 这些都是
全球气候治理和中美关系研究议题中值得关注

的重要问题。 本文将尝试建立中美在气候变化
领域中的互动轨道、关系状态双因素的分析框
架，对不同阶段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双边关
系进行类型划分，讨论在不同情况下中美双边
气候关系对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的影响，特别是在何
种条件下中美气候合作能够推动和引领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下的全球气候治理。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２．１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与其他

治理机制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是覆盖面最广的国

际公共产品。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是全球气候治理的
核心，全球气候治理主要围绕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展
开。 薄燕和高翔以比喻的形式指出，“如果把全
球气候治理体系的生成和发展看作是一个结晶

式的过程，那么以 ＵＮＦＣＣＣ 为基础的全球气候
条约就是整个巨大结晶体的 ‘晶核 ’”。①

ＵＮＦＣＣＣ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
制度框架，为国际气候谈判确立了原则和基调，

是各国在气候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基础。 ＵＮＦ⁃
ＣＣＣ“缔约方大会”是其最高决策和管理机构，
正常情况下每年召开一次。 自该公约生效后，
每年缔约方大会中各方的谈判与博弈，决定着
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气候政治的走向。② 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在其评估报告
中提出，全球气候治理结构呈现以 ＵＮＦＣＣＣ 为
中心的同心圆结构，从内向外分为国际、国家和
地区、次国家三个治理的层次。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
居于国际气候治理的核心地位。③

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之外也存在各种不同层次
的气候治理机制。 部分研究者强调全球气候治
理机制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罗伯特·基欧汉和
戴维·维克托认为，由于利益、权力、信息和观
念的多样性，难以形成一个一体化的综合性机
制，因而气候治理机制是由多种机制联结在一
起的“气候变化机制复合体”（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
ｇｉ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这种机制复合体是由多种机制
松散地联结在一起的制度体系。④ 马丁·杰尼
克认为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经出现于全球

气候治理当中，并且在多层次的治理系统中存
在着纵向动力和横向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⑤

罗宾·埃克斯利指出在气候治理中越来越多地
出现了“小边主义” （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的现象，即
在小的范围内由少数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协调

与合作。⑥ 李慧明认为气候治理制度体系呈现
出碎片化发展的趋势。 全球气候治理在两条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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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进行，第一条轨道是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另一条
轨道是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外的各种治理机制。 两条
轨道上都有制度碎片化的趋势，在气候变化领
域中领导权的缺失是造成制度碎片化的原因，
中国作为大国应当发挥重要的整合作用。① 赵
斌指出，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所组建的一
系列气候与能源多边论坛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

的碎片化。 即使是游离于多边气候治理体系之
外，美国也可以通过这些新机制增强自身的话
语权和影响力。② 总体上，尽管不同研究者对全
球气候治理的结构有着不同的判断，但他们普
遍认可除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外还存在着诸多其他的
气候治理机制。 中美两国的气候互动是发生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内还是发生在其他气候治理轨
道，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碎片化趋势是否加剧、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是否会被边缘化有着重要的影
响，因此研究中应当将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中
的互动轨道作为一个观察视角进行讨论。

２．２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美关系

缓解气候变化从根本上有赖于国家行为体

采取实质性的减排行动，主权国家是气候治理
中最重要的行为体。 作为当前世界前二大能
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中美两国对全球
气候变化负有不可回避的责任，特别是美国作
为是历史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对于全球

气候变化负有最大的历史责任。 同时，作为最
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气
候政策和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的双边关系会对

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目前，有
较多研究者关注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中

的合作与竞争以及开展合作的基础和造成竞

争的原因。③

也有研究者关注中美两个大国对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的影响。 彼得 · 克里斯托弗 （ Ｐｅｔ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认为在哥本哈根大会（ＣＯＰ１５）阶段，
中美两国国内的制度因素和现实情况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两国对谈判的贡献，也使得大会没有
取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本
身的脆弱性也充分暴露出来。④ 康晓认为中、美

和欧盟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着制度竞争。 在
《巴黎协定》谈判阶段，中美两国因立场相近而
进行了制度合作，共同推动了《巴黎协定》“国家
自主贡献”气候治理模式的形成。⑤ 李强认为，
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共识和共同行动为《巴
黎协定》确定总体目标、原则和实施路径扫清了
障碍。 而《巴黎协定》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也取
决于其后中美气候合作的“压舱石”作用。⑥当
前，较多研究者都认为拜登政府积极的气候新
政和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为中美开展气候合作
创造了条件，中美未来可能共同引领和推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 但同时美国也在部分气候议题
上向中国施压，且美国气候政策也存在着反复
的可能，中美未来的气候合作还存在着很大的
不确定性。 总的来看，研究者普遍认可中美两
国对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的有着特殊的影响，在中美
进行紧密气候合作的情况下能够推动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向两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因此在研究中
也有必要引入两国的双边气候关系状态这一观

察的角度。

２．３　 研究框架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本身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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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ｐｄｆ；张海滨：“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挑战与机遇”，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第 ５４—５８ 页；王伟男：“试论中
美气候合作的局限性———以‘三维棋盘’理论为视角”，《太平洋学
报》，２０１２年第 ５期，第 ７２—７９ 页；刘寅、彭龙：“中美应对气候变
化合作：成就、分歧与对策”，《国际论坛》，２０１６ 第 ２ 期，第 ４６－５０
页。

Ｐｅｔ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ｆ， “ Ｃｏｌ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ｔ ＣＯＰ１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４，
２０１０， ｐｐ． ６３７－６５６．

康晓：“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基于欧盟、美
国、中国的比较”，《国际展望》，２０１８年第 ２期，第 ９１－１１１页。

李强：“中美气候合作与《巴黎协定》”，《理论视野》，２０１６
年第 ３期，第 ６７－７０页。



太平洋学报　 第 ３０卷

一个规则和制度体系①，中美作为国家行为体既
对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有着建构作用，同时也受到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的规范和制约。 如前所述，在气
候变化领域中，中美两个大国进行互动的治理
轨道和两国在不同阶段的双边气候关系状态都

会对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
从互动轨道和关系状态两个方面出发建立分析

框架。 第一个层面是中美气候互动的轨道，即
两国是否支持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是否愿意在 ＵＮＦ⁃
ＣＣＣ 进程的治理框架内进行互动，这决定了两
国是强化了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的气候治理主渠道地
位还是加剧了治理机制的碎片化。 第二个层面
是中美两国在气候治理不同阶段的关系状态。
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的治理领域，其中充斥着
大量具体的治理议题，在全球气候治理的不同
阶段国际社会面对的主要治理议题也不同。 在
特定阶段，两国面对主要气候治理议题的利益
和立场，决定了两国的关系是否能形成合作关
系。 如果两国的利益和立场一致或相近，则两
国在特定气候议题上会形成合作关系，反之如
果双方的利益和立场存在冲突，则会形成竞争
关系。 中美是否进行气候合作决定了两国能否
共同推动和引领包括 ＵＮＦＣＣＣ和其他治理轨道
在内的气候治理进程（参见图 １）。

图 １　 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与中国、美国关系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综合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互动轨道和关

系状态两方面因素，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１）中美两国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之内合作，则会对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产生较强的建构作用，能够共同推
动和引领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 （ ２） 中美两国在

ＵＮＦＣＣＣ之外的其他治理轨道进行气候合作，会
加剧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碎片化。 （３）中美两国
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之内形成竞争关系，则会按照各
自的政策立场寻求影响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这有利于
维护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的权威性和在气候治理中的
主渠道地位，同时两国的竞争关系会受到
ＵＮＦＣＣＣ制度体系的规范和制约。 （４）中美两国
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之外形成竞争关系，则难以推动
和强化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同时不会受到 ＵＮＦＣＣＣ制
度体系的规范制约，中美关系和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都
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假设矩阵参见表 １）。 需
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假设矩阵仅仅是理论分析下
的理想情况，现实中中美双边气候关系和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的相互影响不一定完全符合假设
矩阵中的四种状态。 受某些因素变化的影响，现
实中的中美双边气候互动与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之间
的关系也可能处于两种典型情况之间的“过渡状
态”或“临界状态”。 后文将以比较中美两国的气
候政策立场为基础，通过全球气候治理不同阶段
的中美双边气候关系案例对以上假设进行检验。

表 １　 假设矩阵：中美双边气候关系与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的

相互影响

互动轨道

关系状态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内 其他治理轨道

中美合作
（１）共同推动和引

领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

（２）加剧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外的制度碎

片化

中美竞争

（３ ） 有利于维护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的治

理主渠道地位，双

边气候关系受 ＵＮ⁃

ＦＣＣＣ的规范作用

（４）双边气候关系

与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

都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４

① 有学者强调全球治理的规则性和秩序性，从规则制度的
角度定义全球治理。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将全球治理界
定为由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式和制度来指导和限制一个集团的集体

行为。 俞可平则认为，全球治理指就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
制（ｒｅｇｉｍｅｓ）解决全球性的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
序。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Ｄｏｎａｈｕｅ ｅｄ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ｐｐ． １２ －
１４；俞可平：“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４
年第 １期，第 ４－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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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两国的气候政策立场和对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的态度

　 　 受国情和国内政策因素影响，中美两国的
气候政策立场和对待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的态度形成
了各自鲜明的特点。 中美双边气候关系特别是
中美是否能够在气候变化领域形成合作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两国气候政策的“耦合”与“共
振”效应。 两国的双边气候关系和两国对待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的态度对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有着重要
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中美两国的气候政策进
行整体观察和对比，作为后文分阶段案例研究
的基础。
３．１　 中国的气候政策立场和对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

的态度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呈现
为一个由谨慎保守到积极主动的渐进过程，经
历了消极参与、部分参与、积极参与三个阶段①。
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过程则可以被视为中国参

与全球治理的一个缩影。 作为 ＵＮＦＣＣＣ 最早的
缔约国之一，中国参与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立场、政策以及行
动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对于中国在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中的身份、角色与行动的转变，已有许多研
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或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了阶

段划分并展开讨论。② 一般认为，中国的气候政
策立场由强调发展权、坚持发展中国家不减排
逐步转变为在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采取积极的行动。 中
国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中也经历了由被动的追随者
向主动的引领者的角色转变，中国的参与状态
由谨慎保守逐渐变为积极和富有建设性。 在
“后京都”时期推动形成新的气候治理模式的过
程中，尤其是《巴黎协定》的谈判阶段，中国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
由国际气候公共产品的索取者、消费者变成了
重要的供给者，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主动向其
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援助。③

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和

以 ＵＮＦＣＣＣ为基本框架的国际气候制度，强调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主渠道地
位。 但对于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以外应对气候变化的
各种行动倡议和国际机制，中国也持开放态度，
认为这些机制可以从多方面推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
取得新进展。 现实中中国也积极参与到这些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外的国际机制当中。④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由一个谨慎保守
的参与者逐渐变为重要的参与者、引领者和贡
献者。 中国气候政策逐步转向积极是中美开展
气候合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３．２　 美国的气候政策立场和对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

的态度

美国的气候政策理念强调基于市场和自由

交易原则的治理方式，与其国内的自由主义传
统一脉相承。 如美国政府推行积极的气候政
策，则往往会因其是政府主导而非基于市场理

５

①

②

③

④

赵可金著：《全球和平的中国方案》，五洲传播出版社，
２０１９年版，第 １１７—１２１页。

较多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气候政策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

过程经历了由保守到积极的阶段性变化。 参见 Ｉｓｅｌｉｎ Ｓｔｅｎｓｄ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８８ － ２０１３： Ｍｏｖｉｎｇ Ｏｎ Ｕｐ，”
Ａ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１，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１１－１３５；肖兰兰：“中
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身份定位及其对国际气候制度的建构”，
《太平洋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６９－７８ 页；王学东著：《气候变
化问题的国际博弈与各国政策研究》，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３４４－３６９页；康晓著：《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与中国经济转型：国际规
范国内化的视角》，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２０１４ 年版；马建
英著：《中美参与国际气候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版，第 １９９－２０８页。

２０１２年中国宣布安排 ２亿元人民币开展为期 ３年的国际
合作，帮助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等应对气候变化。
２０１４年中国宣布，将大力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从 ２０１５ 年
开始在原有基础上把每年的资金支持翻一番，达到 ２０００ 万美元，
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同时提供 ６００万美元支持联合国
秘书长潘基文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 ２０１５ 年中国设立
了 ２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并启动“十
百千”项目，即在发展中国家开展 １０个低碳示范区、１００ 个减缓和
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 １０００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
参见温家宝：“共同谱写人类可持续发展新篇章”，《人民日报》，
２０１２年 ６月 ２１日，第 ２ 版；“张高丽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并发表
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２５ 日，第 １ 版；习近平：“携手构
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月 １日，第 ２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
动———２０１２年度报告”，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ｃｓｃ． ｏｒｇ． ｃｎ ／
ｙｊｃｇ ／ ｃｂｗ ／ ２０１３０７ ／ Ｗ０２０１８０９２０４８４６７５８１２９００．ｐｄｆ。



太平洋学报　 第 ３０卷

念而在国内遭受批评。① 同时，在美国国内也有
观点认为不应该为了其他国家而改变“美国式”
的生活方式、限制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应对气
候变化的集体行动中美国应当选择“搭便车”。②

美国的自由主义治理理念自然会与 ＵＮＦＣＣＣ 进
程中一些具有约束性的制度规范产生冲突，从
而导致美国选择疏离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

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美国从其自由主义治
理理念和“美国例外论”的立场出发，对于 ＵＮＦ⁃
ＣＣＣ进程采取的是一种选择性参与的态度。 当
美国认为参与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有利于维护自身的
国际领导地位和实践自身的气候治理理念时，
则会积极参与其中并寻求发挥自身的大国影响

力。 而当其认为国家利益或国际地位受损时，
美国也往往将自身凌驾于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之上，
继而采取“退群”行动并游离于多边气候治理进
程之外，但并未退出 ＵＮＦＣＣＣ 且并不放弃通过
盟国向气候治理进程施加影响。 ２００１ 年，出于
国内经济考量和对“京都模式”的强制减排和发
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责任的不满，布什政府宣
布美国将不批准《京都议定书》，为《京都议定
书》的生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２０１７年，特朗普
政府在“美国优先”和“制造业复兴”的政策理
念推动下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
理体系造成了又一次冲击。 此外，由于美国独
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即三权分立、两党政
治、联邦与州的分权，使得美国国内在气候变化
领域内的很多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甚至出现
“为反对而反对”的“否决政治”现象。③ 就两党
政治而言，民主党主张相对积极的气候政策，支
持多边主义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希望借助参
与全球气候治理提高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比如
奥巴马政府积极地推动了《巴黎协定》的达成，
拜登在入主白宫伊始就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
定》。 共和党则更强调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对
应对气候变化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论态度，在
认为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有损美国利益和其国际领导
地位的时候，会采取“退群”行动。 受此影响，美
国的气候政策和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态度呈

现出显著摇摆和不连续的特征。④

总的来说，美国在全球治理中更加强调美
国国家利益和美国领导地位的优先性。⑤ 在气
候变化领域中，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和
退出《巴黎协定》的行动即是其因为国家利益的
优先性而选择绕开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 美国国内的
政治结构也使得其气候政策和对于 ＵＮＦＣＣＣ 进
程的态度呈现出摇摆性和不连续性，这为中美
双边气候关系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四、中美气候关系与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的相互影响

　 　 随着全球气候治理中主要议题和中美两国
气候政策的不断变化，在不同阶段中美双边气
候关系及其与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的相互影响也呈现
为不同的状态。 本节将按照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的阶
段划分，讨论气候变化领域中中美双边互动与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的相互影响，对前文提出的假设
进行检验。

４．１　 ＵＮＦＣＣＣ谈判阶段

ＵＮＦＣＣＣ 谈判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创制阶
段，中美两国都参与了这一过程，但美国有较大
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而中国则处于被动参与
状态。

在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研究中，美国
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的研究成果对于
推动气候变化由科学议题向国际政治议题的转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元简：“美国气候政策制定：市场与政府之间的选择？”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 ６期，第 １０５页。

Ｊｏｄｙ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Ｇｕｚｍ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Ｕ．
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０９， Ｎｏ．６， ２００９， ｐ．１５３４．

Ｊｏｎ Ｂｉｒｇｅｒ Ｓｋｊæｒｓｅｔｈ， ｅｔ ａｌ．， “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４， ２０１３， ｐｐ． ６１
– ８０．

于宏源：“特朗普政府气候政策的调整及影响”，《太平洋
学报》，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第 ２５－３３页。

杨娜、吴志成：“欧盟与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比较”，《欧
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 ６页，第 ５７－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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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起到重要的作用。① 而中国的相关研究基础
则比较薄弱，对气候议题也比较陌生，在气候议
题上一直处于被动参与的状态。 然而在
ＵＮＦＣＣＣ谈判阶段，相对于积极推动减排的欧
共体国家，美国并不急于建立有约束力的减排
机制，而是强调对全球气候变化要有更多的科
学确定性，只有这样美国才可能承担温室气体
减排的成本。② 最终 ＵＮＦＣＣＣ 只确定了气候治
理的基本原则，并没有设定量化减排目标。 这
说明，美国一方面希望主导气候谈判，在气候治
理中占据道义制高点，另一方面美国又希望达
成一个松散的制度框架，避免自身受到约束。
这符合美国在多边框架下采取单边行动的特

点，多边框架被美国视为维护领导地位和国家
利益的工具。③

中国在这一阶段尚处于追求经济高速发展

和对全球气候治理进行学习的阶段，没有能力
也没有意愿对气候制度产生过多的影响。 中国
本着防止被孤立和争取参与权、话语权的目的
参与到 ＵＮＦＣＣＣ 谈判中，但立场比较谨慎保
守。④ 中国参加 ＵＮＦＣＣＣ 谈判的态度是“采取
低姿态” “不在有关谈判会议上当出头鸟” “不
把众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身上来”。⑤ 在减排
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由于气候变化还存在不
确定性，不宜在‘公约’中匆忙规定具体的减排
指标。 如果‘公约’中规定发达国家率先消减的
限控指标，中方不宜反对但也不应过分强调此
点。 反对在‘公约’中对发展中国家设置具体限
制指标”。⑥ 因此中美之间在 ＵＮＦＣＣＣ 的谈判
中并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 但中国的参与也
并非完全消极的，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
努力将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 原则纳入
ＵＮＦＣＣＣ文本当中，对以后的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产
生了长远的影响。

在本阶段，中美两国都参与到 ＵＮＦＣＣＣ 进
程中，都力图在 ＵＮＦＣＣＣ 谈判中维护自身的利
益。 两国的气候政策立场不存在太多共识，但
也未出现明显对立（比如都不希望 ＵＮＦＣＣＣ 中
直接加入排放联控条款），只确立基本原则的
ＵＮＦＣＣＣ在两国看来都是可以接受的。 尽管没

有形成双边的气候合作关系，中美在早期阶段
的参与实质上强化了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在气候治理
中的核心地位。

４．２　 《京都议定书》谈判阶段

《京都议定书》要解决 ＵＮＦＣＣＣ未涉及的具
体减排目标设置的问题，因此谈判各方的博弈
更为复杂激烈，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发达国家阵营内部都存在分歧。 中美两国围绕
减排制度展开了的竞争， 但也维持着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外合作的关系。

在减排温室气体种类的问题上，欧盟、日
本、中国和七十七国集团主张“两个篮子”方案，
即将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包括在议定书
中，另外三种气体即氢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
六氟化硫的减排问题留待后续会议讨论。 但美
国担心集中于二氧化碳的减排会对美国的化石

燃料消费和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且美国对后三
种气体的捕捉能力更强，因而强烈要求将六种
气体都纳入减排范围。⑦ 在减排方式上，欧盟主
张实施国内强制减排，而美国则反对为工业化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比如在 １９７９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份气
候变化科学报告 《二氧化碳与气候：一项科学评估》 （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报告明确指出 １９世
纪以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有

关，并预测如果二氧化碳浓度加倍，大气温度将上升 ３±１．５℃。 该
报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直接推动了国际社会展开应对气候变化
的合作。 参见朱松丽、高翔著：《从哥本哈根到巴黎：国际气候制
度的变迁和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 ２页。

王学东著：《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博弈与各国政策研
究》，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１２９－１３０页。

康晓：“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基于欧盟、美
国、中国的比较”，《国际展望》，２０１８年第 ２期，第 １０７页。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在早期阶段就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

是为了通过“占先”而取得一定的主动权。 参见肖兰兰著：《互动
视域下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制度建构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
版，第 １３１—１３３页。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气候专题会议纪要”，载国务院
环境保护委员会秘书处编：《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文件汇编
（二）》，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 ２４７页。

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第四工作组：“关于气候变化公约
谈判准备情况的汇报”，载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秘书处编：《国
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文件汇编（二）》，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２５９—２６０页。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Ｅ． Ｃｏｏｐｅｒ， “Ｔｈｅ Ｋｙｏｔｏ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ｓ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Ｇｉａｎｔ，”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２， １９９９， ｐ． 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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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设定国别的减排目标，希望最大限度地采
取市场化的减排方式，引入灵活减排机制。① 对
于美国所提倡的灵活履约机制，中国最初持怀
疑态度，反对在减排中引入这些机制。 中国认
为这是发达国家在转移国内减排的责任，发达
国家通过这些机制能够将减排义务转嫁给发展

中国家。 但当中国认识到清洁发展机制是一种
南北间双赢的减排模式并从中获益后，转而积
极参与其中并成为清洁发展机制最大的参与

方。② 最终《京都议定书》采取了设置国内强制
减排目标的减排方式，但将 ６ 种温室气体都纳
入了减排范围，并设置了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
清洁发展机制三种灵活履约机制。 这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了美国的要求。

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发展中大国不承担减排义务表示不满，认
为这会削弱发达国家的竞争力。 在布宜诺斯艾
利斯气候变化大会上，美国等国抛出所谓发展
中国家“自愿承诺”的论调，企图将减排义务以
“自愿”的形式压给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等发展
中大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中国对此采取了坚
决的反对态度，中国认为所谓“自愿承诺”违背
了 ＵＮＦＣＣＣ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忽
视了发达国家的排放是“奢侈排放”而发展中国
家的排放是“生存排放”这一根本的区别。 最终
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的议题被删去。③ 美国
出于对强制减排目标和主要发展中国家不承担

减排义务的不满，选择退出《京都议定书》，转而
尝试推行国内的排放权交易等符合其市场化气

候治理理念的机制。 美国的退出不仅增加了
《京都议定书》生效的难度，也使得《京都议定
书》的总体减排效果大打折扣。

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之外，美国开始推动一系
列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清洁能源的多边倡议。
这些新机制均不涉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

体减排目标，而是强调清洁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鼓励成员国采取自愿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④

通过推动这些多边倡议，美国既可以推广自由
主义的减排理念，又可以将自身在清洁能源方
面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气候领导力。 参与这些多

边倡议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多，但中国加入了所
有美国主导的多边技术倡议，以期获得先进能
源技术。⑤ ２００３年中国参加了由美国能源部组
织的碳收集领导人论坛的首次会议并签署了

《碳收集领导人论坛宪章》，该论坛旨在促进参
与国在碳收集技术方面的合作。 中方代表表
示，技术进步与合作，特别是加强发达国家与发
展中国家的合作，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
球变暖的重要途径。⑥ ２００５ 年中国还参与了亚
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与美国、印度、
澳大利亚、韩国和日本六国共同发表了《亚太清
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声明》，提出发展
高效清洁技术和碳捕集、碳封存技术，以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⑦ 美国倡导、中国参与的这些多边
机制尽管在目标与方向上与全球气候治理并不

矛盾，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气候治理制
度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之外的碎片化。⑧

在这一阶段中，中美两国在 ＵＮＦＣＣＣ 谈判
中围绕减排问题存在尖锐的对立和激烈的竞

争。 此后美国表现出了其典型的单边主义作
风，因其对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确立的制度安排不满
而选择“退群”。 而中国为了参与 ＵＮＦＣＣＣ 进
程，在坚持发展中国家不减排立场的前提下表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薄燕编著：《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中美欧三边关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 １２０－１２１页。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 Ｔａｎｇｅｎ ａｎｄ Ｇøｒｉｌｄ Ｈｅｇｇｅｌｕｎｄ，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３， Ｎｏ． ３， ２００３， ｐｐ． ３０３－３０７．

王之佳编著：《中国环境外交：从里约热内卢到约翰内斯
堡》，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 ８３页。

这些倡议包括第四代国际论坛、碳收集领导人论坛、国际
氢能经济伙伴关系、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等，参见赵行姝：
“透视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６ 年
第 ８期，第 ４７－５６页。

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１０， Ｎｏ． ７， ２００７， ｐｐ．６２２－６２８．

“杨洁篪大使在碳收集领导人论坛部长级圆桌会议上的
讲话”，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ａｓｐｘ？ ｎｅｗｓＩｄ ＝ ２８１８７＆ＴＩｄ＝ ６１。

［澳］艾伦·奥克斯利（Ａｌａｎ Ｏｘｌｅｙ）：“亚太清洁发展和气
候新伙伴计划”，《气候变化研究进展》，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第 ７４－７７
页。

赵斌：“全球气候政治的碎片化：一种制度结构”，《中国
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第 ９４－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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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合作态度。 值得关注的
是，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外双方的合作仍然存在，这
表明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这种全球性问题上始

终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而
这样的合作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在

ＵＮＦＣＣＣ外的碎片化趋势。

４．３　 “后京都”和《巴黎协定》谈判阶段

２００５年《京都议定书》生效时距离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承诺期到期已经非常迫近。 因此关于后京
都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安排的谈判随即展

开。 经过 ２００７年制定“巴厘岛路线图”、２０１０年
基于 ２００９年未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形成《坎
昆协议》、２０１１ 年建立“德班平台”等一系列努
力，国际社会终于在 ２０１５ 年达成了 《巴黎协
定》，建立起了新的全球气候制度安排。 中美两
国曾一度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共同推动形成了
《巴黎协定》新的气候治理模式。

美国虽然退出了《京都议定书》进程，但始
终是气候变化领域的重要行为体。 “巴厘岛路
线图”开启了“双轨制”谈判进程，即分别在 ＵＮ⁃
ＦＣＣＣ的缔约方之间和《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
之间进行谈判，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美
国等非《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的国家继续留在多
边气候治理进程当中。 这实际上是迁就美国的
做法，表明美国这样的大国对气候治理体系有
着特殊的影响力。 但反过来说，这也表明 ＵＮＦ⁃
ＣＣＣ进程并不希望将美国这样的国家遗漏在
外。① 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着国际环境和国家利
益的一系列变化，气候政策也随之改变。 随着
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气候政治格局中
的发展中国家出现明显分化，中国开始面临来
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压力。 同时，
因为中国国内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对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视，采取建设性的气候政策也符合中国
国家发展的利益。 中国与印度、巴西、南非四国
形成“基础四国” （ＢＡＳＩＣ），加强彼此间的气候
合作和政策协调。 ２００９年中国还主动提出了降
低碳排放强度的承诺，温家宝在哥本哈根气候
变化大会上宣布中国的目标是 ２０２０ 年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年下降 ４０％～
４５％。 此外，中国由国际气候援助的索取者转
变为提供者，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以物
资赠送、人员培训等形式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② 中国在全球气候
治理中开始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 在“后京
都”谈判中，中美这两个因不同原因不受 “京
都”量化减排目标约束的排放大国都承受着巨
大的国际压力。③ 两国在这一时期实际上有着
相近的立场，都不愿接受欧盟的延续“京都”模
式、设定国别量化减排目标的主张。 美国同包
括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共同推动形成了《哥
本哈根协议》文本。 其作为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采取了“自下而上”自主确定减排目标的模式，
总体上符合中美各自的利益。 在这一时期，中
美两国也存在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外的气候合作，比
如在利用《蒙特利尔议定书》机制削减氟氯碳化
物及其替代物方面达成了共识。

此后，在《巴黎协定》谈判过程中，中美都采
取了建设性的立场，两国通过频繁的互动积极
影响协定的谈判进程。 中美两国元首三次发表
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两国间的合作与共识
对《巴黎协定》的达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
明确提出了两国各自的行动目标，“美国计划于
２０２５年实现在 ２００５年基础上减排 ２６％～２８％的
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 ２８％。 中国
计划 ２０３０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
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非化石能源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２０％左右。 双方均计
划继续努力并随时间而提高力度”。 在 ２０１５ 年
的《中美两国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国
重申将向绿色气候基金捐资 ３０ 亿美元的许诺，
中国则宣布拿出 ２００ 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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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大宇、许悦：“国际气候政治中的负外部性权力及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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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露阳、魏庆坡：“后京都时代中美气候合作：机遇、挑战
与未来”，《生态经济》，２０１６年第 １１期，第 １２５－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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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包括增强其使用绿色气候基金资
金的能力。 这是两国在气候治理领域提供的重
要公共产品。 在中美两国的带动下，“自下而
上”自主确定贡献目标的减排模式最终被《巴黎
协定》确定为全球新的减排模式。 这种新的减
排模式即符合中国“发展导向”的气候治理理
念，也比较符合美国“市场导向”的主张。① 习近
平在谈及中美气候合作时指出，两国发表了 ３
个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达
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协定》。 这些合作给中
美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有力促进了
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发展。②

在这一阶段中，中美在建立“国家自主贡
献”的减排模式、提供气候公共产品方面存在着
共识和共同利益，两国通过双边气候合作共同
推动了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治理逻辑和治理模式的改
革。 通过“哥本哈根”和“巴黎”的对比可以看
出，中美双边气候合作越紧密，则两国对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的引领和建构作用就越强。

４．４　 “后巴黎”阶段

“后巴黎”阶段中，美国一度表现出明显的
回归单边主义的倾向，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
定》。 而拜登政府推行积极的气候政策、重返
《巴黎协定》为中美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中的合作带
来了新的机遇。

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待气候治理的态
度由多边合作重新转回本国利益优先的单边主

义。 ２０１７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对 ＵＮＦ⁃
ＣＣＣ进程带来又一次重大打击。③ 在此阶段中
美的气候政策立场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美国气
候政策的消极转向使中美气候合作失去了共识

和共同利益基础，阻碍了中美气候关系的发展。
在此情况下美国已不可能再同中国一起共同推

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 中国的气候政策立场并未受
美国影响，继续积极参与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坚定支
持《巴黎协定》。 ２０２０年 ９月 ２２日，习近平在第
７５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宣布，中国将争取在
２０３０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努力于 ２０６０ 年前

实现碳中和。④ 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
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⑤ 从中国的立场看，中
美进行气候合作的大门始终敞开着，只要美国
重新转向积极的气候政策，未来中美两国仍存
在合作的基础和可能性。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是气候治理的积极支持

者，其在担任副总统时对中美气候合作和《巴黎
协定》的达成有重要的贡献。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在宣誓就职当日拜登即宣布美国重返《巴黎
协定》。⑥ ２０２１年 ２月 １０日，中美两国元首在首
次通话中对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交换了意

见。 ２０２１年 ４ 月 １４ 日至 １８ 日，拜登的气候特
使克里访问中国，成为美国新一届政府中首位
访问中国的高级官员。 韩正在与克里的会谈中
表示，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
大的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很多共
同利益。 中方愿与美方发挥各自优势，保持对
话合作，与各方一道共同推进落实《巴黎协定》。
作为重返国际多边气候治理轨道的标志，２０２１
年 ４月 ２２日美国总统拜登邀请 ４０ 位各国领导
人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在峰会中宣布了
２０３０年前减少 ５０％ ～ ５２％碳排放，２０５０ 年前实
现净零排放的贡献目标。 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
席峰会并发表了讲话，对美国重返多边气候治
理进程做出了积极评价。 他指出，中方欢迎美
方重返多边气候治理进程，期待同包括美方在
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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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努力。①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两国元首在第二
次通话中再次涉及气候变化议题。 习近平提
出，两国有关部门可以继续接触对话，推进在气
候变化等领域的协调和合作，挖掘更多合作潜
力，为两国关系增添更多积极因素。② 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月 １６日中美元首的视频会晤中，两位领导
人特别讨论了气候危机对世界的影响，以及美
国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应扮演的重要角

色。 ２０２１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
期间，中美两国发布《中美关于在 ２１ 世纪 ２０ 年
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这反映
出两国深化气候合作的意愿，也表明了两国对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的支持。

随着美国重返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中美两国有
望再度通过气候合作共同引领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
然而，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等一些议题
上中美仍有分歧，拜登气候新政的可持续性也
受到质疑，未来中美的气候合作和对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的引领和推动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另
一方面，未来中美气候合作中也可能产生一些
新的机制，特别是美国可能推动新的多边气候
合作机制以加强其气候领导力，这可能会进一
步加剧 ＵＮＦＣＣＣ外的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

五、讨论与结论

在气候变化领域中，中美是两个重要的国
家行为体，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是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的制度核心，中美双边气候关系与 ＵＮＦＣＣＣ 进
程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 通过案例研究可以看
出，中美两个大国对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有着显著的
建构和推动作用。 当中美两国利益和理念相近
且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内开展气候合作时，两国能
够将自身的气候政策理念注入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并
有力地推动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的发展，引领全球气
候治理，比如《巴黎协定》谈判、生效过程中中美
两国通过气候合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

用。 当中美两国利益和理念对立且在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内进行竞争时， 每一方都试图影响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以塑造符合自身偏好的气候治理

制度。 但即使是中美在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内竞争，
客观上也有助于维护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在全球气候
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美国的“退群”则会为 ＵＮ⁃
ＦＣＣＣ进程带来困难和挑战。 在某些情况下，比
如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进程后，中美也会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外进行气候合作。 美国往往是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外合作的发起者而中国是参与
者。 尽管这些合作可能有利于应对和缓解气候
变化，但会造成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制度碎片
化。 另一方面，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对中美双边气候
关系也存在规范和制约作用，两国在气候变化
领域竞争的烈度通常是有限度的，不会持续升
级演变为两国之间的激烈对抗，中美在气候领
域的分歧和竞争一直处于相对可控的状态，气
候变化领域并未像其他一些领域那样成为中美

大国间激烈对抗的“战线”。 由于中国始终支持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在气候治理中的主渠道地位，ＵＮ⁃
ＦＣＣＣ进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改变中国
的气候政策，比如中国在《京都议定书》引入灵
活机制后对清洁发展机制和排放权交易由反对

转向接受和支持态度。 而美国在自身气候政策
理念与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治理理念相对立时，存在
“退群”转向单边主义的可能。

中美两国是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重要的推动者和
引领者，中美双边气候合作有助于中美更好地
发挥“引领者”的作用，反过来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也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中美气候关系“稳定器”
的作用。 中国始终是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的参与者和
支持者，而美国对待 ＵＮＦＣＣＣ 进程的态度则存
在着不连续性和不确定性。 美国重返《巴黎协
定》为中美开展气候合作创造了积极条件，未来
中美双边气候关系与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之间可能会
呈现出相互的正向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气候
变化日益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中美总
体关系会影响两国的气候合作，与此同时中美
气候合作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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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９月 １１日，第 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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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中美双边气候关系与中美总体关系之
间的相互影响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总的来
说，气候治理是在中美大国竞争中维持中美合
作的纽带。 无论两国总体关系如何， 双方都可

能在 ＵＮＦＣＣＣ进程这一“稳定器”的作用下在气
候变化领域开展建设性的合作，共同引领全球
气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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